
1 

林珍如、胡宛仙(2018)，『以社會認知理論探討通訊科技接受歷程： 

中介式調節模型』，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報，第二十五巻， 

第一期，頁 1-22。 

以社會認知理論探討通訊科技接受歷程： 

中介式調節模型 

 

林珍如 

慈濟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胡宛仙* 

東華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摘要 

立基於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本研究提出一個中介式

調節模型，探討使用者對於通訊科技的工具性結果期望與個體知覺的環境變數之

交互作用，透過個人性結果期望的中介，進而推導出通訊使用者對當代通訊科技

的接受歷程。蒐集並篩選 631 份有效樣本的實證調查，提出三點研究結果。首先，

工具性結果期望與個人性結果期望呈正向顯著的關係；其次，工具性結果期望與

知覺產品上市能力的交互作用，對個人性結果期望與科技接受，均有顯著的正向

效果；最後，工具性結果期望與產品上市能力的交互作用，透過個人性結果期望

的中介，對於科技接受有顯著的間接效果。本研究最後針對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之

外，亦闡明理論、實務意涵及未來研究發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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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perception of product 

launch capability whether or not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come 

expectances and technology acceptance.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This study conducted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by collecting with a sample of 631 effective informants who were smart 

phone users. 

 

 Findings—There are thre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First,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lationship is between instrumental outcome expectancy (IOE) and personal outcome 

expectancy (POE). Second, the effect of IOE interacting with perceived market launch 

capacity significantly relates to POE and technology acceptance. Finall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OE and perceived market launch capacity is mediated by POE 

and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on technology acceptance. 

 

Research limitations/implications—The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emphasized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hree factors, that are environment, individual and 

behavior. This study only explored the one-way direction, so we suggest examining 

the dual directions among these factors for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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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implications—Practically, firms should focus on building 

customers’ positive outcome expectance after they use products. For example, firms 

could provide customers with professional services by teaching them how to use new 

technology, also by establishing adequate service channels. After accepting and 

adopting the product, consumers perceive increasing self-satisfaction, sense of 

identity among friends and relatives, and efficiency of work and life. Such positive 

outcome expectances enhance customers to raise their intention to take real actions on 

using the new technologies. 

 

 Originality/value—Based on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this study proposed a 

mediated moderat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ser’s instrumental 

outcome expectancy and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elements. This study enriched the 

application of theories of technology acceptance and social cognition. 

 

Keywords: mediated moderation, outcome expectancy, social cognition theory, 

technology accep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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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一、研究背景 

早期科技接受與採用的文獻中，不乏提出模型以探討科技接受的行為歷程，

此類研究多強調心理機制對行為的影響，例如 Thompson、Higgins與Howell(1994)

探討使用個人電腦之前因變數，分別是社會因素(規範)影響、情感、複雜性、工

作相關(job-fit)、長期結果及促進條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s)等六個因素。接續，

Venkatesh 等(2003)參考 Thompson 等(1994)的研究，並結合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科技接

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on theory; 

SCT; Bandura 1986)、創新科技擴散模型(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及動機理論

(motivation theory)等，提出整合性科技接受模型(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UTAUT)，Venkatesh 等(2003)提出四項影響採行新創科技行為

意圖的前因，分別是績效預期 (performance expectancy)、努力預期 (effort 

expectancy)、社會影響(social influence)及促進條件，績效預期的衡量向度包含了

科技接受模式中的知覺有用性、動機理論中的外部動機、創新擴散模式中的相對

優勢，以及社會認知理論中的結果期望。 

觀察上述模型的應用，較少探討科技使用者的環境對心理與行為間關係的影

響，其中以社會認知理論為少數強調環境影響科技接受行為的理論之一(Looney 

et al. 2008)。社會認知理論以個人、行為及環境三者持續的交互影響關係，解釋

人的行為(Bandura 2001a, 2001b)。故近來，心理、教育、醫療及資訊方面的研究，

多從社會認知理論觀點探討使用者採用科技的心理機制(e.g., Agarwal et al. 2013; 

Compeau et al. 1999 Looney et al. 2006; Shih 2008; Straub 2009)，甚至從比較觀點

探討社會認知理論的科技接受機制與其他機制的差異，例如與計畫行為理論、科

技接受模式或創新擴散理論等理論比較 (e.g., Straub 2009; Venkatesh et al. 

2003)，Straub (2009)則強調，欲有效說明所有科技接受的歷程，須從社會認知理

論的觀點探討起。 

早期科技接受模式涉及的計畫行為相關理論具有共同概念特點，即強調單一

方向的因果關係，皆以環境影響認知信念，進而影響態度與行為的模型進行闡

釋，但忽略了環境與人的互動。雖社會認知理論可彌補之(Compeau et al.1999; Hsu 

et al. 2007; Ratten & Ratten 2007)，但以社會認知理論為基礎的科技接受研究中，

脈絡因素(contextual factor)或環境因子(environmental factors)調節效果的討論與

實證仍舊不足(Agarwal et al. 2013; Looney et al.2008)。故本研究提出，從社會認

知觀點探討科技接受的意圖與行為時，不可忽略人們與環境互動所產生的知覺，

進而影響科技接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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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對於意圖與行為的影響，除心理機制外，亦應結合環境面的討論，Bandura 

(2001a, 2001b)的觀點認為，社會認知理論可提供一個代理的概念性架構，用以

分析通訊科技(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如何影響人們思考、情感及行動的心

理機制。因為人們的自我發展、適應及改變，皆是鑲嵌於社會系統中，且此一社

會系統由人們生產，而人們亦同時為此系統的產品(Bandura 2001b)。而至今，結

果期望與科技接受間的關係仍不一致，有些研究支持愈正向的結果期望則愈可能

接受新科技(e.g., Compeau & Higgins 1995b; Compeau et al. 1999; LaRose & Eastin 

2004)，但亦有研究發現不同科技產品造成變數關係差異(e.g., Peters 2009)。重要

的是，環境因素對上述模型影響之驗證尚未多見，即使 Compeau 等 (1999)強調

環境與個人互動的影響，實證研究仍缺乏觀察個體知覺環境所產生的影響力。 

本文嘗試釐清結果期望與科技接受間的不一致關係外，並藉以描述個體對環

境知覺的影響。環境因子可驅動個體的某些特定行為，環境知覺包含對技術與資

源的認知，資訊資源(information resource)即是環境因子的一種，例如企業的產品

上市能力，溝通與披露對消費者重要的商品訊息，像是產品的定價、促銷活動及

配銷模式等訊息(e.g., Cooper 1993; Gruner & Homburg 2000)，企業透過這些訊息

傳遞與消費者互動(Gruner & Homburg 2000)，協助消費者處理、保留及編碼產品

相關資訊後，產生符號、遠見(forethought)、自我調節的評估、自我反思，以及

象徵性的溝通，透過個體認知、情感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影響消費者行為(Bandura 

2001b)。據此推論，本研究將探討消費者知覺企業行銷產品的能力(產品上市能

力) (perceived market launch capability)，是否會調節結果期望與科技產品採用間

的關係。 

產品上市能力是指企業能有效的設計並推展新商品上市的能力(Atuahene 

Gima 2005)，產品上市能力是藉由滿足或吸引市場需求進而驅動供應網絡，能力

強者則可在激烈市場中維持競爭優勢，對於企業推廣新型科技產品扮演舉足輕重

的角色 (Simaei & Jolai 2006)。就企業端而論，產品上市能力直接影響新產品開

發績效，而績效的衡量部分取決於消費者的接受與採用(Langerak et al. 2004)；但

從消費端觀察，產品上市為消費環境中重要的社會線索(social cues)，提供產品攸

關資訊以協助消費者做出採用決策。故消費者透過知覺企業如何執行其產品上市

(how to launch)，例如企業製作的廣告、提供新產品資訊、或技術支援等(Di 

Benedetto 1999)，以及企業所提供的媒體溝通(media communication)等，皆影響

消費者心理與行為間的關係(Agarwal et al. 2013; Bandura 2001b)，亦可推論其調

節消費者的工具性結果期望與通訊產品採用間的關係。 

以往發展的科技接受相關理論，多數強調前因變數的直接效果，鮮少推敲調

節變數的影響(e.g., 任維廉等 2009；Venkatesh 2000)。故本研究依據社會認知理

論的概念與變數關係，提出一個中介式調節(mediated moderation)模型，以探求

消費者的認知對行為影響的路徑中，環境因子的調節效果。研究中所採用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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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調節是指自變數與調節變數的交互作用，透過中介變數以預測依變數。在一個

架構中同時考量中介與調節效果的中介式調節模型，有助於了解調節效果中，中

介變數的作用(Baron & Kenny 1986)，在理論與實證上更具意義(Muller et al. 

2005)。本研究的流程方面，先探討相關文獻、發展假說與進行實證，最後則依

據實證結果提供理論與實務意涵及未來建議。 

貳、文獻探討與假說推論 

一、社會認知理論 

Bandura (1986)所提出的社會認知理論，強調環境、個人認知與行為密不可

分且相互影響的概念，在科技採用過程中，個體認知到使用新的或現存科技所需

技能與信心(Compeau et al. 1999; Ratten & Ratten 2007)，這些認知同時會受到環

境的影響；個人認知是指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與結果期望(Henry & Stone 

1997)，前者是指個體對於具備從事某種行為之技能的信念所產生的自我決定

(self-determination; Deci & Ryan 2008)，自我效能取決於行為與環境的交互影響，

屬於自我決定理論中的內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影響；而後者是指對行為的

結果預期。自我效能的來源，包含了任務績效、替代經驗、口語說服，以及心理

狀態(Bandura 1977)。一些實證研究結果已顯示，自我效能會透過結果期望間接

正向影響科技接受，也顯示結果期望是科技接受的前因之一(e.g., Scott & Walczak 

2009; Terzis & Economides 2011)。由於人類的自我發展、適應與改變，是鑲嵌於

社會系統中的 (Bandura 2001a, 2001b)，而社會認知理論是一個總體理論

(overarching theory)，有助於解釋與了解人類在整個社會系統中，接受與使用科

技的行為(LaRose  et al. 2012)。 

二、科技接受的定義 

科技接受具有許多類似的替代詞，且可分為個體層次與組織層次的定義。例

如科技採用(technology adoption)，是指組織對於使用科技的決策且使科技協助或

提升成員任務績效(Hu et al. 2002; Rogers 1995)；媒體使用(media usage)，包含使

用行動電話、簡訊服務(short message service; SMS)及行動視頻電話等，定義為「公

開的媒體消費行為」(Peters 2009, p. 76)；也有研究將電腦使用與科技使用劃上等

號，定義為工作與家庭中，使用電腦的時間與頻率(e.g., Compeau & Higgins 1995b; 

Compeau et al. 1999)；或是使用無線網路銀行(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 bank)

的行為意圖(e.g., Ratten & Ratten 2007)。由此可知，科技接受或使用，泛指對科

技產品的使用意圖，故本研究將通訊科技的接受定義為使用行動通訊相關科技

(例如使用智慧型手機上網、瀏覽影片、傳送多媒體訊息…等)的行為意圖。 

過去研究顯示，科技可彌補決策制定的不足，卻無法直接影響績效，乃因個

人的任務與能力結合科技以共同影響決策過程(Todd & Benbasat 1999)，而此過程

決定績效表現(Jarvenpaa 1989)，亦即科技改變人們制定決策的心理過程並影響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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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的績效表現(Looney et al. 2006)，故科技接受的可能期望動機與相關前因值得

探索之。 

三、科技接受的前因 

先前研究發現自我效能是科技接受(Taylor & Todd 1995; Venkatesh & Davis 

1996; Venkatesh et al.2003)與科技使用(Compeau & Higgins 1995; Campeau et al.  

1999)的決定因素。而自我效能信念的後果變數頗多，除科技接受之外還有學術

成就(e.g., Caprara et al. 2011; Pajares 1996)、工作績效(e.g., Stajkovic & Luthans 

1998)及目標達成(e.g., Wood & Bandura 1989)等。 

然而，Bandura (1986)曾指出，僅自我效能可能無法驅使個體從事某些行為，

除非能預期到該行為會產生正面的結果，此結果期望(outcome expectancies)是從

自我效能信念而來 (Bandura 1986, 1997)，自我效能高的人已被證實通常有較樂

觀的結果期望 (e.g., Compeau & Higgings 1995a, 1995b; Compeau et al. 1999; Lin 

2008; Looney et al.2006)。自我效能與結果期望的差異在於，自我效能反應出個

體依據能力所形成的內在動機，而結果期望則是外部結果導向的(Yi & Hwang 

2003)。具體而言，自我效能是對個體具備的能力所形成的判斷，結果期望則是

個體對行動的後果所形成的偏好程度(Bandura 1997; Looney et al. 2006)，也可視

為自我概念(self-concept)中的未來我(future self)，是一種預想或心智上的未來旅

行(Lord & Brown 2004)。 

與結果期望相似的觀點，還有期望確認理論(expectation-confirmation theory; 

ECT) (Oliver 1980)，同樣是從認知的觀點解釋科技接受的理論之一。期望確認理

論強調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購買或使用前，懷有某種程度的期望。然而，該理論

更強調使用產品或服務之後，依據實際的體驗情形產生新的認知或是滿意程度，

並與先前期望做比較，若超越先前期望則較願意持續使用該產品或服務，反之，

若與期望相等或不如先前期望，則持續使用的意願將降低。由此可知，結果期望

與期望確認理論的差異在於，前者強調對未來的預期，影響科技產品或服務使用

的程度，其理論基礎較為符合本研究欲探討的主軸；而後者則較為強調使用前與

後的期望比較，對於持續使用意圖的影響。 

由於自我心智可以進行時間旅行(time travel)，也就是說人類有能力將自我投

射至未來以預測行動的可能後果，心理學者將這種能力稱為「自我知覺意識」

(autonoetic consciousness) (Wheeler et al. 1997)，其實也可視為 Bandura (1986)所說

的結果期望。這些自我調節系統(self-regulatory system)是自發性運作的，藉以驅

動人類行為的慾望與動機。而 Bandura (2001b)也指出，人們會透過配置資源、技

能及付出努力以達到自我設定的目標，這種主動性的自我控制(proactive control)

引導與激發個體的行為，達成目標後，會另外設定新的目標且對此目標有更強烈

的效能感。 

更早期，Triandis (1979)的研究指出，經驗會由知覺到的後果，間接的影響

使用意圖與行為；亦即使用的經驗好或經驗多，會增加使用的自信，預期使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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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亦佳而增加使用的可能性，若使用經驗不佳，例如從未使用過或是過於複

雜難學，則可能預期使用後的結果不佳，從而降低使用的意圖。此類討論，顯示

出結果期望與科技接受間可能存在的正向關係。 

四、結果期望與科技接受的關係 

結果期望是指對行為結果，也就是使用科技產品或服務後所產生的效果預

期，可分為績效相關的結果期望(performance-related outcome expectancies)與個人

性結果期望(personal outcome expectancies; POE) (Compeau & Higgins 1995b; 

Compeau et al. 1999; Henry & Stone 1997; Looney et al. 2006, 2008; Van Vianen 

1999)，績效性結果期望又可稱為工具性結果期望 (instrumental outcome 

expectancies; IOE; Lin 2008)。Compeau 等(1999)探討社會認知與採用運算科技的

研究中，將績效相關的結果期望定義為使用電腦後可增進工作效率與效能的相關

期望，Looney 等(2006)則將其定義為使用特定科技可提升效能；個人性結果期望

則是使用電腦後帶來的地位、形象提升等期望，例如獲得獎勵或讚美等(Compeau 

et al. 1999)。 

依據 Looney 等 (2006)和 Lin (2008)的討論，本研究將工具性結果期望(IOE)

定義為「個體知覺到科技採用活動後的預期績效/表現程度」，而個人性結果期

望(POE)則是「從這些活動所獲得的預期報償」。簡言之，前者是指個體知覺到

能否做得好，也就是能否良好的使用行動通訊，例如掌握最新資訊、排遣無聊時

間及提升工作效率等；後者是指個體預期做得好之後的報酬，也就是良好使用行

動通訊所帶來的附加價值，例如提升形象、心情愉悅及親友認同等獎勵誘因。 

依據 Lin (2008)針對行動通訊的探討，工具性結果期望可分為四個面向，也

就是使用行動通訊所期望的四類結果，分別是生活情報(life intelligence)、娛樂

(entertainment)、工作績效(job performance)及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生活情

報是指透過行動通訊科技可即時獲取相關的資訊，例如天氣、時刻表甚至搜尋相

關知識等；使用行動通訊科技也可以聆聽、觀賞及下載音樂、遊戲、電視節目等

等關於娛樂的結果期望；使用行動通訊科技更能提升工作績效，如同廣告詞所言

「不在辦公室，也能辦公事」；使用行動通訊科技加速人際間的互動、縮短人與

人之間的溝通距離，甚至有助於融入社群。 

社會認知理論已指出對於行為結果的期望，會引導人們的行為，而預期愈正

向的結果則愈可能接受新科技(e.g., Compeau & Higgins 1995b; Compeau et al. 

1999; LaRose & Eastin 2004; Lin 2008; Venkatesh et al. 2003)，也就是當人們與期

使用通訊科技的結果是獲得生活情報、排遣無聊、增進工作效能及即時與他人互

動的話，可能更願意使用通訊科技，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說： 

Hypothesis 1：工具性結果期望與科技接受呈正相關。 

五、知覺產品上市的調節作用 

環境是動態的且具有高度不確定性，而環境對行為的影響，多半需透過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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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知過程加以詮釋、賦予象徵性的意義進而影響行為，而非直接影響之

(Bandura 2001b)。依據 Looney 等(2008)的觀點，環境變數對消費者期望與行為間

可能發生調節作用，尤其是個體知覺的環境變數，經由詮釋與賦予意義後而影響

行為。Rubera、Chandrasekaran 與 Ordanini (2016)指出產品上市能力，例如對消

費者提供銷售協助與產品訓練等等，可降低消費者接受新科技的阻礙，他們的實

證研究也發現，上市能力會正向調節創新組合與銷售績效間的關係。因此本研究

推論消費者知覺產品上市的資訊，可能會調節工具性結果期望與科技接受間的關

係。 

產品上市是指企業能有效的設計與執行產品上市的活動(Atuahene Gima 

2005)，行銷文獻中通常將產品上市視為一個流程，包含四個步驟，分別是識別

目標市場、建立行銷組合、預測財務結果及建立控制與適應系統(Calantone & 

Montoya Weiss 1993)。產品上市活動包含企業應用媒體向消費者溝通產品重要訊

息、定價策略，配銷模式與促銷活動等(e.g., Cooper 1993; Gruner & Homburg 

2000)，對消費者而言，此類活動所傳遞的產品行銷組合資訊，將教導消費者認

識創新產品特性、功能或工具效用，並傳達此類效用在生活與工作情境上便利性

與幫助性，將有助於提升新產品知名度，強化消費者理解與好感，影響購買採用

意圖與行為，另者透過實體通路接觸與推廣，亦可強化消費者對科技的結果期望

與採用間的關係，故當消費者充分知覺新產品市場資訊後，可能調節消費者的期

望心理與採用行為間的關係(Bandura 2001b)。 

當企業上市新產品能量不足時，可能導致新品在市場上的行銷組合推展微

弱，使消費者對新產品認識受限，影響消費者對於新產品的知識完整性與熟悉度

(Slater et al. 2013) ，消費者端所認知之企業新產品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消費者

較難以產生對產品效用的理解與感受，故無法形成消費者對新產品工具性結果期

望與使用意圖間的關係。亦即企業上市新科技產品所花費的努力無疑是想促進消

費者的知覺，進而影響進一步採用的行為(Agarwal et al. 2013)，例如 Agarwal 等

(2013)的研究中發現，醫療組織中，個人健康記錄(personal health records; PHR)

科技導入時的溝通方式(例如傳遞產品優點的訊息與透過多種通路傳遞產品資

訊)，會正向調節使用者(病患)知覺個人健康記錄科技的價值與使用意圖間的關

係。Agarwal 等(2013)指出當使用者了解使用系統的好處，且愈能接觸到企業的

行銷訊息時，將產生更高的使用意願。 

依據 Agarwal 等(2013)的研究與科技產品導入市場能力的相關討論，本研究

推論消費者所感受到企業推展新科技產品的上市能力，較有可能調節消費者工具

性結果期望與科技接受的關係。當使用者認為新的通訊科技產品，只是微幅改善

現有產品或是通路有限，那麼結果期望對於採用意願的影響減弱。反之，當消費

者感受到企業推展新科技商品行銷組合的能量，例如廣告與搭配通路客服人員提

供專業、詳細的產品功能介紹與說明，則能提升工具性結果期望與科技接受間的

正向關係。綜合前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說： 

Hypothesis 2：消費者知覺產品上市能力的程度，將正向影響工具性結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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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與科技接受間的關係；若消費者知覺產品上市能力強，則工具性結果期望與科

技接受間的正向關係愈強；反之，若消費者知覺產品上市能力弱，則工具性結果

期望與科技接受間的正向關係愈弱。 

六、個人性結果期望的中介效果 

個人性結果期望延伸自學者研究組織僱員使用電腦系統後，帶來地位、形象

或獎酬提升等期望，例如職位升遷、同儕讚賞或績效提升等預期效果(Compeau & 

Higgins 1995b; Compeau et al. 1999; Lin 2008)，可從三個面向來評估，分別是社

會面、自我評價及生理方面。社會面是指可衡量的成功，像是預期的獎酬能否使

個體與他人有所區別、提升地位或受人尊敬等(Furnham & Argyle 1998; Looney et 

al. 2006)；自我評價則是預期使得個體感到自我滿足與成就感；生理方面則是指

預期接受並採用新科技將使個人感到自我能力提升的愉悅感、控制能力提升、或

者帶給個體一種安全感(Looney et al. 2006)。當個體認為使用新科技會有助於達

成個人目標、增加財富或提升生活滿意度時，就會增加使用意願，因此，一些實

證研究已顯示，個人性結果期望正向影響科技接受(e.g., Marler & Dulebohn 2005; 

Shih 2008)。雖然尚未有研究具體檢驗工具性結果期望與科技接受關係中，個人

性結果期望的中介效果，但從社會認知理論可知，工具性結果期望是指個體對行

為的後果期望(Bandura 1997; Looney et al. 2006)，個人性結果期望是指個體預期

行為後果的報酬，因此可合理推論，個體對某項科技的工具性結果產生效用上的

期望，會正向影響個人性結果期望，也就是對該科技產生個人報酬的期望，進而

間接增進對該項科技的接受意圖。 

依據自我決定理論(Deci & Ryan 2008)，個體會預先設想自己擁有此項科技

的效益，像是可自主性的使用通訊科技(自主需求; autonomy need)、且使用通訊

科技能有效的與環境互動(能力需求; competence need)，以及使用通訊科技能與他

人產生連結(關係需求; relatedness need)(Roca & Gagné 2008)。因此，依據社會認

知理論，工具性結果期望對於個人性結果期望的關係中，若企業能有效應用產品

上市能力，以提供充分新科技資訊與知識，在消費者自我決定的動機刺激之下，

消費者將新科技帶來生活品質與工作效能的改善，進而產生新型通訊科技的自我

正向評價感受，如獲得同儕認同、升遷或自我滿足感等，觸發個人自我決定採用

的傾向。早期 Vroom (1964)的期望理論曾有類比推論，即個體受到特定的結果期

望而驅動行為，行為動機不僅受到個人的偏好影響，也受到個體相信結果的可達

性(attainable)程度所影響，例如曾有研究顯示個人性結果期望(包含成就感、地位

提升及獲得獎酬等)正向影響科技接受(e.g., Shih 2008)。 

由前述討論可知，當個體對科技採用的結果期望愈高，且企業的產品上市能

力強，傳遞消費者充分產品資訊、適當的定價及提供多元的通路專業接觸等(e.g., 

Cooper 1993; Gruner & Homburg 2000)，消費者將預期採用新通訊科技後，將帶

來的獎酬、個人成就與愉悅感，基於此自我效能的外部環境激勵而觸動其自我決

定的傾向，個人將更願意接受與使用通訊科技；相反的，在產品上市能力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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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企業未提供充分的產品資訊與通路不足等，即使消費者能有效的使用產

品，但消費者較無法了解使用該產品後，會帶來哪些獎酬與附加價值，例如使用

該產品是否有助於提升形象與親友認同等，若無法產生這些個人性結果期望，進

而可能降低購買與使用意願。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說： 

Hypothesis 3：工具性結果期望與知覺產品上市能力的交互作用，透過個人

性結果期望的中介，間接影響通訊科技的接受。 

本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研究架構 

參、研究方法 

一、樣本與流程 

本研究採用立意抽樣，主要訪調對象以使用智慧型手機行動科技、行動加值

服務，或網路影音服務者為主。除了透過研究者的人脈發放問卷外，亦透過網路

問卷進行調查，總計回收 707 份問卷，扣除遺漏值太多與不良問卷外，有效樣本

為 631，其中紙本問卷為 534 份，網路問卷為 97 份。獨立樣本 T 檢定顯示網路

樣本與紙本樣本，在性別、年齡及收入上無顯著差異。樣本組成方面，男性為

285 (45.17%)人，女性為 345 (54.68%)人；年齡介於 20 至 39 歲居多數，約為 404 

(64.03%)人，其次為 40 至 49 歲為 151 人(23.93%)；收入方面，月薪三萬五以下

居多，約為 420 (66.56%)人，其次為四萬五左右，約有 91 人(14.42%)。 

二、衡量 

(一)工具性結果期望 

採用 Bandura (1986)、Compeau 等(1999)和 Lin (2008)發展的量表，共計 26

題，七點尺度(1 = 非常不贊同，7 = 非常贊同)。分為生活情報(life intelligence)、

娛樂(entertainment)、工作相關(job-relatedness)及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等四

項構面。生活情報共有八題，例題如「隨時取得生活中想要的資訊」，信度為

0.90；娛樂共有六題，例題如「有助於無聊時的消遣」，信度為 0.89；工作相關

共六題，例題如「增加工作效率」，信度為 0.95；社會互動共六題，例題如「提

升我的人際關係」，信度為 0.92。構念內部一致性為 0.95。 

(二)個人性結果期望 

工具性結果

期望 

個人性結果

期望 

接受通訊科技

產品 

知覺產品上

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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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 Bandura(1986)、Compeau 等(1999)和 Lin (2008)發展的量表，共計 18

題七點尺度(1 = 非常不贊同，7 = 非常贊同)。分為社會(social dimension)、自我

評價(self-evaluative)及生理(physical)等結果期望構面。社會構面共有六題，例題

如「親人支持我使用這些科技與服務」，信度為 0.91；自我評價共有六題，例題

如「對於自己感到滿意」，信度為 0.95；生理結果期望共有六題，例題如「使自

己體驗到生活樂趣」，信度為 0.93。構念內部一致性為 0.96。 

(三)產品上市能力 

參考並修正自 Atuahene Gima (2005)發展的量表，共計六題，採用七點尺度

(1 = 非常不贊同，7 = 非常贊同)。由受試者知覺企業為了產品上市做出的努力

程度進行評估，例題為「服務人員引介新產品的專業程度」與「重視服務據點的

門市擺設與位址」，內部一致性為 0.89。 

(四)科技接受 

參考並修正自 Looney 等(2006)和 Lin (2008)發展的量表，共計六題，採用七

點尺度(1 = 非常不贊同，7 = 非常贊同)，例題如「我喜歡使用這些科技」與「我

會主動學習這些科技與功能」，內部一致性為 0.94。 

(五)控制變數 

本研究控制性別(0 = 男性，1 = 女性)與年齡(0 = 19 以下，1 = 20 至 29，2 = 

30 至 39，3 = 40 至 49，4 = 50 至 59，5 = 60 至 69，6 = 70 以上)等，可能影響科

技採用的變數。 

三、分析方法 

 以AMOS軟體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中介式調節效果，參考Muller等(2005)

的建議流程，先檢驗自變數(工具性結果期望)與調節變數(產品上市能力)的交互

作用，對於結果變數(科技接受)的影響，再檢驗加入中介變數後，調節效果對中

介變數的影響，以及整體的模型配適度。 

Kenny 與 Judd (1984)曾建議，將自變數與調節變數的可觀測指標個別的乘

積，成為第三個潛在變數(交互作用項)的可觀測指標。由於工具性結果期望與產

品上市能力分別有三個與六個可觀測指標，相乘後將有 18 個指標，而結果變數

的科技接受亦有六個指標，過多的指標將造成模型配適度降低，因此，我們將產

品上市能力與科技接受的指標先進行題項包裹(item parceling)(e.g., Landis et al. 

2000)，分別將相同變數的指標中，任兩個計算其平均數，成為新的指標。所以，

產品上市能力與科技接受將各有三個新的可觀測指標。 

最後，為降低共線性，我們先將可觀測指標標準化，接著將自變數與調節變

數標準化後的數值相乘，成為單一指標的交互作用項(e.g., Hopwood 2007)。因

此，第一步是觀察模型中，有或無交互作用項對於結果變數的影響，以及模型配

適度的差異。第二步，則是觀察有或無中介變數(個人性結果期望)，交互作用項

對於結果變數的影響，以及模型配適度的差異，以評估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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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敘述性統計 

本研究各變數的敘述性統計與相關係數，如表 1 所示，工具性與個人性結果

期望均與科技接受呈正相關，相關係數分別為 0.63 (p < 0.01)與 0.67 (p < 0.01)，

而工具性結果期望與個人性結果期望的相關係數為 0.61 (p < 0.01)。 

表 1：平均數、標準差及各變數相關係數 

 M SD 1. 2. 3. 4. 5. 6. 

1.性別 0.55 0.50 -      

2.年齡 1.97 1.05 -0.04 -     

3.工具性結果期望 5.24 0.81 -0.04 -0.14*** -    

4.個人性結果期望 4.54 1.03 -0.10* -0.0 0.61*** -   

5.知覺上市能力 5.25 0.90 -0.01 -0.00 0.39*** 0.30*** -  

6.科技接受 4.94 1.02 -0.17*** -0.06 0.63*** 0.67*** 0.29*** - 

註 1： N = 631。 

註 2：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two-tailed)。 

二、驗證性因素分析 

以驗證性因素分析檢驗變數間的區別程度(e.g., Agarwal & Prasad 1998; Choi 

et al. 2010)，本研究的變數中，工具性結果期望與個人性結果期望採用二階指標，

知覺上市能力與科技接受分別採用包裹題項，因此各有三個可觀測指標。結果顯

示四因素模型具有相對最佳配適度(χ
2
 =457.28, df = 59, GFI = 0.91, NFI = 0.92, 

CFI = 0.93, SRMR = 0.05)，如表 2 所示。其餘三因素、二因素及一因素模型的配

適度方面，在自由度相差 3 至 6 的情況下，卡方值皆顯著變差，顯示四因素模型

相對較佳。由此可知，本研究的各變數之間，具有區別性。 

表 2：本研究變數的驗證性因素分析 

模型 1 χ2 df △df △χ2 GFI NFI CFI SRMR 

四因素模型 457.28 59 - - 0.91 0.92 0.93 0.05 

三因素模型 2 687.71 62 3 230.43*** 0.88 0.88 0.89 0.07 

二因素模型 3 1627.53 64 5 1170.25*** 0.70 0.71 0.72 0.12 

一因素模型 4 2052.18 65 6 1594.90*** 0.65 0.63 0.64 0.13 

註 1：N = 631，*** p < 0.001。 

註 2：工具性與個人性結果期望結合為一因素。 

註 3：工具性、個人性結果期望及上市能力結合為一因素。 

註 4：工具性、個人性結果期望、上市能力及科技接受結合為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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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介式調節效果檢驗 

接著，以結構方程模型進行中介式調節效果的假說檢驗，依據 Muller 等(2005)

的建議，先檢驗調節效果對於依變數的影響。首先，觀察交互作用項(工具性結

果期望 × 知覺產品上市能力)對於接受通訊科技產品的路徑係數；其次，觀察有

或無交互作用項的模型配適差異程度。受試者性別與年齡作為控制變數。 

結果顯示，將交互作用項到科技接受的路徑系數設定為零，此時工具性結果

期望對於科技接受的直接效果為 0.73 (p < 0.001)，知覺上市能力對於科技接受的

直接效果不顯著(β = 0.00, p > 0.05)，模型配適度良好(χ
2
 = 207.64, df = 61, GFI = 

0.95, NFI = 0.95, CFI = 0.96, SRMR = 0.05)；接著，取消交互作用項的路徑設定

後，工具性結果期望對於科技接受的直接效果為 0.72 (p < 0.001)，知覺上市能力

對於科技接受的直接效果仍舊不顯著(β = 0.00, p > 0.05)，工具性結果期望與知覺

上市能力的交互作用，對於科技接受的效果為 0.07 (p < 0.05)，模型配適度良好(χ
2
 

= 203.10, df = 60, GFI = 0.95, NFI = 0.95, CFI = 0.96, SRMR = 0.05)，依據卡方差異

值檢定(△χ
2
 (1) = 4.54, p < 0.05)，顯示調節效果顯著。由此可知，假說 1 與假說

2 獲得支持，結果如圖 2 所示。 

 

 

 

 

 

 

 

 

 

註：圖中為標準化路徑係數。*
 p < 0.05，** 

p < 0.01，*** 
p < 0.001。 

圖 2：調節效果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依據 Muller 等(2005)的建議，檢驗個人性結果期望的中介效果，並控制中介

變數與調節變數的交互作用(個人性結果期望 × 知覺產品上市能力)，對於科技

接受的影響程度。另外，以 Bootstrap 法重複抽樣 1000 次，檢驗間接效果。 

結果如圖 3所示，個人性結果期望對於科技接受的直接效果為 0.73(95% CI = 

[0.70, 0.81], p < 0.01)，而工具性結果期望與產品上市能力的交互作用，分別對於

個人性結果期望的直接效果為 0.10(95% CI = [0.02, 0.18], p < 0.01)，對於科技接

受的間接效果為 0.07(95% CI = [0.02, 0.13], p < 0.01)，整體模型配適度良好(χ
2
 = 

674.27, df = 110, GFI = 0.89, NFI = 0.89, CFI = 0.91, SRMR = 0.06)。此外，個人性

結果期望與知覺產品上市能力的交互作用，對於科技接受影響不顯著(β = 0.04, p 

> 0.05)。接著增加交互作用項到科技接受的直接路徑後，結果顯示標準化路徑係

數不顯著(β = -0.05, p > 0.05)，且模型配適度並未顯著改善(χ
2
 = 673.05, df = 109, 

0.72*** 

性別 年齡 

0.00 

0.07* 

-0.15*** 0.00 

工具性 

結果期望 

產品上市能力 

接受通訊科技產品 

工具性結果期望× 

產品上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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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2 (1) = 1.22, p > 0.05)。由此可知，工具性結果期望與產品上市能力的交互作

用，透過個人性結果期望的完全中介，間接影響科技接受，因此假說 3 獲得支持。 

 

 

 

 

 

 

 

 

 

 

 

 

 

註：圖中為標準化路徑係數。*
 p < 0.05，**

 p < 0.01，***
 p < 0.001。 

圖 3：中介式調節效果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伍、結論與討論 

一、理論意涵 

本研究立基於社會認知理論，與檢驗個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對於通訊科技

採用的影響，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幾點貢獻。其一，本研究呼應了 Bandura (2001b)、 

Compeau 等(1999)、Looney 等(2008)及 Ratten 與 Ratten (2007)的討論，依據社會

認知理論，強調個體知覺與環境的互動，如何影響科技接受。其次，本研究也檢

驗科技接受模型中的調節效果(e.g., Venkatesh 2000)，以產品上市能力作為環境變

數，探討其與工具性結果期望的交互作用，對於科技接受的效果，此結果與

Agarwal 等(2013)的結果類似。最後，工具性結果期望與產品上市的交互作用，

透過個人性結果期望的中介，間接影響科技接受。總體而言，實證後的研究結果，

支持人與環境互動對於科技接受的影響，並且擴展了科技接受理論與社會認知理

論的發展。 

理論意涵方面，本研究嘗試說明了結果期望與自我效能、期望確認理論的差

異，並探討為何結果期望理論更適用於探討科技接受行為的前因，也就是以

Bandura 所提出個人、環境及行為的三角因果互動模型中(2001b, p. 266)，先說明

個人決定(personal determinants)因素的內涵，接著，再探討了環境面的決定因素

(environmental determinants)，也就是個體知覺產品如何上市。結合兩者的交互作

用，最後是對科技接受行為的影響，以及個人性結果期望的中介作用。 

以結構方程模型檢驗假設模型，中介效果方面，結果顯示工具性結果期望透

個人性 

結果期望 

0.78*** 

性別 年齡 

-0.02 

0.10** 

0.04 

0.73*** 

-0.11*** -0.05 

工具性 

結果期望 

產品上市能力 
接受通訊科技產品 

工具性結果期望× 

產品上市能力 

個人性結果期望× 

產品上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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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個人性結果期望的中介，對科技接受產生間接影響，這個結果與以往研究相似

(e.g., Lin 2008; Lin et al. 2011)。另外，也顯示工具性結果期望為個人性結果期望

的前因，此結果呼應 Looney 等(2006)對結果期望概念的討論，支持工具性結果

期望與個人性結果期望間的正向關係，由圖 2 可知，工具性結果期望對個人性結

果期望的主要效果為 0.78 (p < 0.001)，也就是說，對於行為的結果預期正向的話，

將進而產生對獎酬的期望，並且提升對新科技採用的意願，此結果也呼應以往的

研究發現(e.g., Shih 2008)。 

此外，結果還顯示工具性結果期望與產品上市能力的交互作用，正向影響科

技接受，而這個關係，又受到個人性結果期望的正向中介。本研究發現環境變數

的調節作用，即工具性結果期望與知覺產品上市能力程度愈高，使消費者產生對

產品使用所產生獎酬的預期，進而產生科技採用的行為。總體而言，這些結果，

回應了 Bandura (2001b)和 Looney 等(2008)的呼籲，顯示環境變數對於個體認知

與行為的調節作用。 

二、實務意涵 

實務意涵方面，本研究結果嘗試瞭解消費者對於科技接受的心理機制，可提

供電信公司或其他科技產業做為參考；在行銷方面，企業可以強調使用產品後的

正向期望，例如企業提供專業的客戶服務教育使用者，還有設立充分的服務據點

等，讓消費者使用產品之後可提升親友的認同、滿意度，又可增進工作與生活效

率等，讓消費者對科技使用行為產生正向結果期望，則更可能付諸實際的行動。 

在科技採用的早期階段，個體會先進行心智處理(mental processes)，經由對

自我的判斷、使用結果的期望及產品相關的資訊等，進而影響採用的行為(Looney 

et al. 2008)。因此，在產品上市能力方面，從企業端來看，企業應強化訊息的傳

遞，以及與消費者間的溝通(e.g., Gruner & Homburg 2000)，例如在廣告與文宣中

強調操作的簡便性、服務(或通路)的便捷性，以及產品的優良品質等，還有使用

該產品所帶來的附加價值，例如增進生活的便利性或有助於擴大社交網絡等，提

升工具性結果期望與個人性結果期望間的關係，以及強化工具性結果期望與科技

採用行為間的關係。 

另外，消費者方面，可以嘗試透過企業網站或類似的平台，反映新產品的資

訊不足、通路過少、或是定價等相關議題，但這些意見回饋，仍需要企業建置溝

通的渠道，產品才能更貼近顧客的需求。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本研究有幾項限制說明如下。首先，社會認知理論強調三個因素的相互影

響，即環境、個體及行為(Bandura 2001a, 2001b)，本研究僅探討單向的影響，因

此，未來研究建議科技接受的相關研究中，探討個體、環境及行為間的雙向關係。

另外，本研究在環境變數方面，僅調查消費者知覺的產品上市能力，可能忽略了

其他重要的環境變數，例如品牌或企業形象，對於個人認知與行為的中介與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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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以及對於通訊科技採用的影響，這部份則建議可採用他評的方式，以避免

共同來源變異的影響。因此未來研究建議探討不同的環境變數，立基於 Bandura 

(1986, 2001b)的社會認知理論，更深入探索人與環境的互動，對於科技接受行為

的影響。 

其次，本研究採用單一來源的問卷調查，因而無法完全排除共同方法變異

(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的影響，經由哈門氏單因子檢驗 (Harman’s 

one-factor test) (e.g., Podsakoff et al. 2003)顯示，因素分析未轉軸情況下共萃取 10

個因素，總累積變異量為 75.80%，第一個萃取因素變異量為 38.78%，約達總累

積變異量的二分之一。另外，採用偏相關修正流程(Lindell & Whitney 2001)檢驗，

依據 Lindell 與 Whitney (2001)的建議，本研究選擇與變數間無明顯相關的「教育

程度」，作為標記變數(marker variable)，在控制教育程度之後，觀察變數間的零

階相關(zero-order correlation)的顯著性是否有改變，結果顯示工具性、個人性結

果期望、知覺上市能力及科技接受等變數之間的相關顯著性，並未改變。由兩種

檢驗方法可知共同方法偏誤的影響不太嚴重。即使如此，未來研究仍建議採用不

同來源的調查，並降低共同方法偏誤的影響。 

第三，本研究設計採用立意抽樣與橫斷面(cross-sectional)的調查，其結果難

以作出普遍性的推論；另外，本研究以通訊科技產品為衡量對象，因此研究結果

不適用於其他科技產品，例如各類型電腦等；因此未來研究建議採用實驗設計或

是縱貫面的調查，並探討不同的科技產品。 

最後，在前因變數方面，已有組織行為研究將組織支持(organizational support)

視為科技接受的重要前因之一(e.g., Igbaria & Iivari 1995)，因此，未來研究建議

結合組織行為與消費行為理論，發展跨層次架構探討組織對於部屬對通訊科技產

品的影響，以及對於後續消費者的使用行為之影響。另外，個體差異是另一項科

技採用的重要前因，例如焦慮(anxiety)、情緒(emotion)及人格特質等，甚至性別

差異，亦日漸受到資訊領域研究的重視(e.g., Gefen & Straub 1997; Venkatesh 2000; 

Venkatesh & Bala 2008; Venkatesh & Morris 2000)，因此未來研究建議將個體差異

納入作為調節變數，觀察不同的個體差異對於工具性結果期望與個人性結果期望

間關係的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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